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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利侵权纠纷“周期长”问题突出ꎬ待查明所有涉案事实后作出全部终局裁判的审判模式进一步

加剧了漫长诉讼带来的矛盾ꎮ 从实体审理逻辑出发先行就专利权效力稳定性判断和侵权认定问题组织庭审有

利于聚焦攻击防御ꎬ并可能在侵权成立前提下促使当事人就损害赔偿金额达成和解ꎮ 若先行裁判支持原告停止

侵害请求ꎬ还能显著缩短权利人获得禁令救济的时间ꎮ 域内外阶段化审判专利侵权案件的程序模式不尽相同ꎬ
以选择是否适用先行判决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化路径与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相适应ꎮ 针对“先行判决”模式下适

用规则供给不足的问题ꎬ建议基于专利类型和权利稳定性情况判断部分请求是否达于可为裁判之机并在下判前

作裁判独立性审查ꎬ可通过基于案情的要件比对决定先行判决与诉中行为保全制度的个案选择并在必要时保障

上诉状态中涉禁令判决的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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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专利侵权纠纷审判阶段化缘何必要

与普通民事诉讼相比ꎬ因权利的特殊性和侵权的隐蔽性ꎬ专利侵权诉讼中广泛存在审判“周期长”
问题ꎬ给司法裁判者和专利权人造成很大困扰ꎮ 在以发明专利案件为代表的复杂专利侵权纠纷中ꎬ由
于案件涉及多领域前沿专业内容ꎬ法官本身需较长时间对背景知识和技术方案的学习理解才能对案

件所涉专业问题有进一步审理的充分把握ꎮ 若经审理确定权利稳定性风险可控并认定被告行为构成

侵权ꎬ还需结合在案证据确定损害赔偿金额ꎮ 具体金额确定阶段常见的举证困难、计算难度大等问题

常致使法院难以在合理期限内将该部分疑难问题审理完毕并作出全部终局判决ꎮ 从司法裁判者角度

出发ꎬ这些复杂案件进程的拖延不利于诉讼经济ꎬ进一步加剧了审判资源稀缺背景下“案多人少”的矛

盾ꎮ 从专利权人角度出发ꎬ案件审理周期漫长ꎬ其因侵权行为持续所受损害在审理期间可能仍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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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ꎬ甚至可能造成在判令被告停止侵害的判决作出前专利产品已被侵权产品占领市场等难以弥补

的损害ꎬ出现“赢官司ꎬ丢市场”的尴尬局面ꎮ
在民事诉讼庭审两实质性阶段(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ꎬ法院一般在查清案件所涉实体事实而

使原告所有请求达于可为裁判之机后ꎬ以全部终局判决形式提供事后性救济ꎮ 这种方式具有“一锤定

音”优势ꎬ但其欠缺灵活性的劣势在审判高度专业化的专利侵权案件中被放大ꎬ在损害赔偿部分审理

难度大前提下进一步加剧了“周期长”给法院和权利人带来的困扰ꎮ 就法院而言ꎬ在现行庭审规则下ꎬ
若审判人员适用全部终局判决一次性裁判案件ꎬ当事人需在法庭调查中出示并质证包含损害赔偿数

额在内的所有相关证据ꎬ在庭审中所行各项攻击防御也将涉及案件各实体方面ꎮ 若原告最终败诉ꎬ因
案件本无必要涉及赔偿额的审理ꎬ全部终局裁判模式下审判资源实质处于被不当浪费的局面ꎮ 若原

告最终胜诉ꎬ法官耗费很多精力就包括损害赔偿在内的所有诉请作出的判决仍存在因后期请求原因

被否定而被二审乃至再审法院全部撤销的风险ꎬ进而导致审判资源在损害赔偿审理过程中的无谓损

耗ꎮ 就急需得到停止侵害救济的权利人而言ꎬ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本仅需以涉案专利效力稳定和侵权

事实已被查清为基础ꎬ但实践中搁置已查明事实留待全部终局判决解决的做法容易在损害赔偿审理

耗时长情况下使专利权人获得救济的时间严重延后ꎮ 实践中法院适用行为保全制度签发临时禁令的

案件不多ꎬ永久禁令仍是专利权人最可依赖的行为限制类救济ꎮ 全部终局判决模式让专利权人在漫

长诉讼中得到及时救济的诉求显得更为遥不可及ꎬ使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努力成效大打折扣ꎮ
墨守成规无法纾化程序延宕造成的矛盾ꎬ需要创新司法裁判方式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推进符合知识产权诉讼规律的

裁判方式改革ꎬ着力破解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周期长”问题ꎮ〔１〕一次性查明所有涉案事实并适用全部终

局判决裁判从来都不是审理专利侵权案件的唯一思路ꎮ 专利侵权案件涉及权利稳定性(在一些法域

侵权诉讼系属法院可就当事人专利有效性主张作出认定)、侵权认定及损害赔偿金额确定(含对惩罚

性赔偿请求的审理)三个在审理逻辑上逐级递进的方面ꎬ且侵权认定和损害赔偿金额确定阶段在实体

上并非密不可分ꎬ在证据审查判断上的重叠也很小ꎬ法官完全可裁量是否需要分阶段审理案件ꎮ〔２〕 认

识到专利侵权案件可能是阶段化诉讼的“天然候选者”ꎬ〔３〕很多法域已专门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发展出

了制度化的阶段审判模式ꎮ 美国专利诉讼中ꎬ基于审前证据开示(ｐｒｅｔｒ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和陪审团制度的

要求ꎬ专属管辖专利上诉案件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可地区法院就包含有效性和侵权认定的责任( ｌｉ￣
ａｂｉｌｉｔｙ)问题与赔偿(ｄａｍａｇｅｓ)和恶意侵权(ｗｉｌｌｆｕｌｎｅｓｓ)问题分两阶段先后组织证据开示和审判的做

法ꎮ〔４〕德国法院则允许专利权人在诉状中先行主张行使不作为请求权(Ｕｎｔｅｒｌａｓｓｕｎｇｓａｎｓｐｒｕｃｈ)并请求

确认被告负有损害赔偿责任(Ｆｅｓｔ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ｅｒｓａｔｚｐｆｌｉｃｈｔ)ꎮ〔５〕近年来ꎬ我国法院持续完善知识

产权诉讼程序并强化司法保护ꎬ〔６〕也已意识到从实体审理逻辑出发分段审判专利侵权案件的优势ꎬ开
始适用«民事诉讼法»(２０２３ 修正)第 １５６ 条规定的先行判决制度先行裁判侵权认定和停止侵害问题ꎬ
司法实践中已涌现数个典型案例ꎮ〔７〕就原告停止侵害请求和损害赔偿请求分阶段组织庭审并灵活适

用先行判决的实践表明在我国推行专利侵权纠纷阶段化审判并无制度障碍ꎬ最高人民法院亦已在司

法解释性质文件中认可了这一裁判思路ꎮ〔８〕

成熟完善的阶段化审判规则能有效化解普遍适用全部终局判决裁判专利侵权案件背景下法院和

专利权人面临的困境并实质缩短案件审理周期ꎮ 第一ꎬ在损害赔偿部分案情复杂、审理难度大的前提

下ꎬ先行固定侵权认定阶段争议焦点可使案件审判轻重分离、快慢分道ꎮ 基于专利侵权纠纷的专业性

和复杂性ꎬ实践中容易出现部分当事人通过隐匿证据、消极抗辩来拖延诉讼进程以维持既得利益或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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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对手的情况ꎮ 争点的聚焦体现了法院高效解决纠纷的决心ꎬ有利于迫使部分当事人行动起来ꎬ积极

披露证据并避免进行与该诉讼阶段无关之攻击防御ꎬ进而加快推进整体诉讼进程ꎮ 第二ꎬ就部分已达

可为裁判程度的事实开示心证的做法不仅能有效提高判决可预测性ꎬ在程序上避免突袭裁判ꎬ还能让

当事人在知晓诉讼境遇前提下及时调整诉讼预期ꎬ显著增加专利侵权成立前提下双方就损害赔偿金

额和解乃至达成后续许可协议的可能性ꎮ〔９〕第三ꎬ阶段式审判模式下认定被告无需承担责任的裁判将

直接终结案件而无需讨论制裁问题ꎮ〔１０〕先行就权利稳定性和侵权认定问题组织庭审能有效避免一次

性审判模式语境下审判资源在本无必要作出判断的损害赔偿金额问题上的浪费ꎮ 若专利侵权成立并

以终局判决形式开示心证ꎬ则可暂时中止后续赔偿阶段审理以等待侵权认定和停止侵害问题的终审

结果ꎬ进而避免因侵权认定和禁令判决被撤销而使损害赔偿阶段审理努力化为乌有的风险ꎮ 第四ꎬ若
法院先行判决支持胜诉原告停止侵害请求ꎬ则将大大降低因全部终局判决的滞后性可能带来的损害

扩大风险ꎮ 在宏观上符合知识产权严保护快保护的要求ꎬ有利于整体性缩短禁令救济周期ꎮ
专利侵权案件的阶段式审判需要具体程序规则支撑ꎮ 考虑到各法域都有各具特色、各成体系的

审判环节分解形式ꎮ 后文将首先深入考察分析域内外分段审理裁判专利侵权案件的不同程序模式ꎬ
进而在比较中论述各模式与制度应然图景的距离ꎬ尤其注重分析我国阶段化审判模式的合理性与尚

存不足之处ꎬ最后提出符合我国民事诉讼体系要求的具体规则完善建议ꎮ

二、专利侵权纠纷阶段化审判的程序模式

虽然阶段化审判复杂专利侵权纠纷系跨法系共识ꎬ但在具体程序层面ꎬ英美法系专利侵权纠纷的

庭审构造和裁判程序与我国的可比性相对较弱ꎮ 英美民事诉讼适用严格区分审前和庭审的“庭前遮

断原则”以及事实认定主体与法律适用主体相分离的陪审制ꎬ〔１１〕 以此制度或原则为基础设置的专利

侵权诉讼分阶段程序很难为我国所参考ꎮ 因此ꎬ本文主要考察与我国可比性更强的大陆法系国家和

地区在阶段化审判专利侵权案件上的程序模式ꎮ 根据各法域知识产权司法裁判者在是否要求基于同

一侵权事实一次性提起所有相关诉讼请求并将这些请求合并至一诉中进行审理问题上宽严不一的态

度ꎬ本文将专利侵权案件的审判阶段化分为在同一诉讼程序内推行的审判阶段化和可能通过两个以

上诉讼实现的审判阶段化两种类型ꎮ 类型一一般要求原告在起诉时一并提起包含赔偿额请求在内的

所有诉请ꎬ〔１２〕法官适用先行判决、中间判决等制度工具分解诉讼环节ꎻ类型二则不要求诉之合并ꎬ允
许原告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先行主张部分请求权而将损害赔偿问题留待后一阶段解决ꎮ

(一)在同一诉讼程序内推行的审判阶段化

在同一诉讼程序内推行审判阶段化要求法院暂时搁置原告起诉时所提损害赔偿诉请ꎬ先行就权

利稳定性(部分法域为有效性)和侵权认定问题归纳争点并组织庭审ꎮ 在心证开示形式和相应裁判方

式上ꎬ通过适用不同裁判制度ꎬ此类型可被进一步划分为在诉中裁判原告停止侵害请求和在诉讼末尾

就原告所有请求一并作出裁判两子类ꎮ 最高人民法院提倡的“先行判决”思路即要求在就侵权成立与

否开示心证的同时就停止侵害请求作出判定ꎬ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法院虽主张阶段化划分审判环

节并适时开示心证ꎬ但仍在诉讼末尾以全部终局判决形式就原告所有请求作出裁判ꎮ
１. 在诉讼中就原告停止侵害请求作出裁判

学理上ꎬ法院可在诉讼中作出的裁判类型主要包括部分判决(ｐａｒｔｉ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１３〕和中间判决(ｉｎｔｅｒ￣
ｌｏｃｕｔｏｒ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两类ꎮ 部分判决是对部分诉讼标的作出的裁判ꎬ就该部分诉讼标的而言ꎬ判决是终

局、独立和有既判力的ꎮ〔１４〕若采诉讼标的“实体法说”ꎬ部分诉讼标的即对应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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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实体请求权ꎮ 部分判决是先行就原告停止侵害请求作出判定的制度基础ꎮ 中间判决则主要被

用于指挥引导诉讼ꎬ在全部终局判决作出前固定部分实体和程序上的未决争点ꎬ是为终局判决的作出

所做的准备性工作ꎮ〔１５〕德、日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中间判决制度均不涉及部分诉讼标的的结论性判定ꎬ
一般不可就中间判决提起上诉ꎮ〔１６〕就具体适用范围而言ꎬ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ꎬ其“民事诉讼法”第 ３８３
条规定的中间判决制度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形:其一ꎬ就各种独立的攻击或防御方法ꎬ可以中间判决方式先

行固定争点ꎻ其二ꎬ请求原因和数额都有争议时ꎬ当法院认为请求原因正当时ꎬ也可作出中间判决ꎮ〔１７〕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中裁判仅有先行判决一类ꎮ 将先行判决和部分判决作为基本相同的

概念使用是理论界的主流观点ꎮ〔１８〕 笔者在检索文献时ꎬ亦发现不少文献将二者视为同一概念ꎬ但因

«民事诉讼法»第 １５６ 条以“事实”为认定对象ꎬ在文义表述上与学理上部分判决概念和大陆法系部分

判决制度毕竟不完全相同ꎬ亦有文献持不同观点ꎮ 有学者认为先行判决是与终局判决相对应的概念ꎬ
其亦可被称为“中间判决”ꎬ可对不涉原告主张结论性判定的部分事实先行裁判ꎻ〔１９〕 还有学者认为先

行判决在概念上可同时囊括大陆法系部分判决和中间判决的对象范围ꎮ〔２０〕 本文认为ꎬ在适用先行判

决时ꎬ需对条文文义进行限缩ꎬ将“一部分事实”理解为“涉部分诉请结论性判定的部分基础事实”ꎮ
在先行判决时ꎬ就以这部分事实为基础的部分诉讼请求作出判决ꎬ进而将中间判决在实体上的适用对

象排除出先行判决范围ꎬ此举符合我国学界通说且不违背立法本意ꎮ 否则ꎬ如将独立的攻击和防御方

法等先决问题纳入可为先行判决的范围ꎬ对这些不涉及当事人具体主张的部分实体事实先行作出终

结特定审级的判定ꎬ不仅违背“有诉才有裁判”基本诉讼原理ꎬ而且会赋予这些于域外立法中普遍不能

单独上诉的情形以可上诉性ꎬ极大增加零碎上诉数量ꎬ于法院和当事人而言均不经济ꎮ
先行判决在繁简分流、提速增效方面有很大潜力ꎮ 近年来ꎬ该制度于普通民事诉讼中已得到越来

越广泛的适用ꎮ 笔者以“先行判决”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数据库案例模块作全文检索ꎬ结果显示ꎬ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ꎬ民事诉讼中与先行判决有关的裁判文书已达一万余份ꎮ 专利侵权诉讼远较普通民事纠

纷复杂冗长ꎬ审判阶段化的需求更为强烈ꎬ本为先行判决的灵活适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ꎮ 遗憾的

是ꎬ虽然实践中已涌现数个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ꎬ与合同和侵权责任等普通民事纠纷相比ꎬ目前专

利侵权纠纷中适用先行判决阶段化审判案件的模式尚未得到有效推广ꎮ 综合北大法宝、威科先行和

知产宝数据库案例检索结果ꎬ剔除重复文书以及仅涉及“先行判决”一词或仅在原告请求和被告答辩

等部分提到先行判决条款而与«民事诉讼法»第 １５６ 条的适用无关的案例ꎬ共检索得到 ６ 个包含先行

判决适用的专利侵权案例ꎬ共涉 ２４ 份裁判文书(包括 ９ 份先行判决)ꎮ 具体适用和后续动向等信息按

针对先行判决判项所作终审裁判文书的作出时间顺序整理如下页表 １ꎮ
虽然案件数量有限ꎬ考虑到我国先行判决制度仅有«民事诉讼法»第 １５６ 条作为法律位阶依据且

普通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中并无关于该条的具体规定ꎬ专利侵权诉讼中也缺乏结合专利案件特征制定

的规则ꎬ“摸着石头过河”的司法裁判者已经作出了很多有益的引领性探索ꎬ专利侵权诉讼的特殊性在

这 ６ 个案例中得到比较明显的体现:
(１)这些案例中ꎬ考虑到专利权的时间性和权利人获得及时救济的迫切性ꎬ法院均依申请或主动先

行就侵权认定组织庭审并适用先行判决ꎬ判令被告停止侵害ꎬ体现了对“赢官司ꎬ丢市场”难题的关注ꎮ
(２)专利权的取得要经历行政授权程序ꎮ 我国专利确权行政和司法程序与专利侵权诉讼相分离ꎮ

侵权诉讼系属法院无权判断涉案专利的有效性ꎮ 在侵权诉讼被告常以提起无效宣告程序作为反击原

告手段的背景下ꎬ侵权诉讼系属法院只能结合权利稳定性相关证据决定是否需要中止诉讼以等待无

效程序结果ꎮ 若在决定继续审理时判断失误ꎬ可能导致作出的先行判决因后续行政或司法程序而失去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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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适用先行判决的专利侵权案例

求基础ꎻ若基于保守态度广泛中止侵权诉讼ꎬ则会普遍导致专利侵权诉讼久拖不决ꎮ 案例 ５ 中一审法

院所作先行判决即因二审期间涉案专利被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全部无效而丧失权利基础ꎬ二审法院

裁定撤销该先行判决并依“先行裁驳ꎬ另行起诉”规则驳回起诉ꎻ〔２７〕 案例 ４ 中(２０１５)京知民初字第

０１７３２ 号先行判决亦因权利基础丧失被二审法院裁定撤销ꎻ〔２８〕 (２０１５)京知民初字第 ０１９４３ 号先行判

决则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ꎬ后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定被告现有技术抗辩成立ꎬ两审判决均

被撤销ꎮ
(３)判令支持专利权人停止侵害请求的判决本身即在一定程度上与以临时禁令为主要形式的诉

中行为保全制度存在功能重叠ꎬ该判决若为诉中先行判决形式ꎬ两制度在实践中的选择适用就更成为

不可回避的问题ꎮ 本文不支持认为先行判决可被临时禁令取代的主张ꎬ〔２９〕 认为二者在制度宗旨、适
用条件和程序救济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异之处ꎬ实乃并行不悖之程序ꎮ 行为保全缺乏判决的确定力和

充分的救济程序而不能替代先行判决ꎬ在作出先行判决前提下亦不妨碍法院适用更为灵活的行为保

全制度ꎮ 案例 １ 中ꎬ权利人均既向一审法院申请先行判决ꎬ又在诉中提出行为保全申请ꎮ 一审适用先

行判决而未处理保全申请ꎬ二审中权利人仍坚持该请求ꎬ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案虽已当庭宣判ꎬ无适

用保全必要ꎬ但也肯定了同时作出保全裁定的可行性并就具体适用给出了指导意见ꎮ〔３０〕

(４)考虑到我国民事诉讼中ꎬ未生效一审判决不具执行力且临时执行(假执行)制度亦暂付阙如ꎬ
判令被告停止侵权的先行判决若不能得到及时执行ꎬ为权利人提供及时救济的初衷便不能实现ꎮ 案

例 ３ 创造性适用“先行判决 ＋行为保全”组合保障未生效先行判决的执行ꎬ这是实践中法院利用现有

制度组合提供救济的司法创新ꎮ〔３１〕而案例 １ 和 ２ 中ꎬ最高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短期内迅

速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ꎬ以高效审理方式保障先行判决及时得到执行ꎮ
２. 在诉讼末尾就原告所有请求一并作出裁判

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法院有关专利侵权纠纷审判阶段化的程序设置探索主要包括分阶段组织庭

审与开示心证ꎬ原告于起诉时提出的所有诉请仍被留待诉讼末尾ꎬ由全部终局判决一并裁判ꎮ 日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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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地方裁判所为专利侵权诉讼创设特殊两阶段审理模式ꎮ 第一阶段称为“侵害论”ꎬ审理专利有效性

和侵权认定问题ꎻ第二阶段称为“损害论”ꎬ法院在已形成存在侵权的心证前提下审理损害赔偿金额问

题ꎮ〔３２〕对我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一、二审民事案件享有专属管辖权的“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则利用

中间判决等制度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全面推行从实体审理逻辑出发的特殊阶段式审理ꎮ 深究审判环节

分解的制度起点ꎬ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侵权诉讼系属法院对涉案专利有效性的裁判权问题上态度

相近ꎬ〔３３〕法院有效性审查仅具有相对效力ꎬ认定涉案专利权有无效原因的结果不能阻止权利人于其

他诉讼中主张权利ꎮ〔３４〕在此基础上ꎬ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和我国台湾地区“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的
审判思路也较为相似ꎬ案件审理均围绕涉案专利相对有效性、侵权认定和损害赔偿三个递进式环节展

开ꎮ 考虑到我国台湾地区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广泛运用中间判决分段审理裁判案件而使程序模式更为

复杂ꎬ较日本的阶段审理程序更符合“审判”阶段化的要求ꎬ后文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详细梳理其阶段

化审判实践ꎮ
以往我国台湾地区法官审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时ꎬ在争点包含被告有无侵害行为和损害赔偿额

计算的情形下ꎬ即使认为被告未侵权ꎬ也常将当事人全部主张或抗辩调查完毕后方为全部终局判决ꎮ
此做法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ꎬ容易造成突袭裁判ꎮ 当事人在此类诉讼中多只能以法院对争点的审理

顺序及进展推测有效性和侵权争点的可能认定结果ꎮ〔３５〕 为聚焦两造攻防、提高被控侵权人的配合程

度并促进和解ꎬ“智慧财产法院”(“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的前身)组建以来ꎬ在我国台湾地区“智慧财

产案件审理法”第 ８ 条对适时公开心证提出要求ꎬ“智慧财产案件审理细则”第 ３５ 条对侵权诉讼中侵

权认定和损害赔偿审理作分段进行要求的前提下ꎬ〔３６〕我国台湾地区在专利侵权纠纷中全面推行阶段

式审理并实践以中间判决固定争点ꎬ以保障诉讼有序推进ꎮ
依“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专利侵权民事诉讼审理模式ꎬ受案后会进行三次“书状先行”ꎬ即被告

提程序和实体抗辩ꎬ法院在此过程中可就程序问题为中间裁定ꎻ原告提争点整理状ꎻ被告提争点整理

状ꎮ 在程序审查终结ꎬ改分审判庭后ꎬ法院会在“准备程序”中整理并简化争点ꎬ拟定初步审理计划ꎬ确
认各争点审理顺序ꎬ经当事人确认后即依审理计划进行调查及辩论程序ꎮ 在诉讼过程中ꎬ亦会视攻击

防御情况ꎬ随案件进展而适时探询当事人意见并调整审理计划ꎮ 一般而言ꎬ法官会依审理计划依次进

行涉案专利有效性、侵权与否以及排除侵害和损害赔偿请求的审理ꎮ 若认定涉案专利有效和侵权成

立ꎬ基本会先行作出中间判决公开心证ꎬ随后双方和解或继续进行排除侵害和损害赔偿请求的审理ꎮ
如若认定涉案专利无效ꎬ或专利有效而侵权不成立ꎬ则会径行作成终局判决驳回原告之诉请ꎮ〔３７〕

例如ꎬ在与 ＮＡＮＤ 闪存相关的某专利侵权案件中ꎬ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排除侵害并赔偿损失ꎬ
法院就专利相对有效性和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原告专利权保护范围作出中间判决ꎬ在当事人收到

该判决后ꎬ法院将继续审理排除侵害和损害赔偿诉讼请求ꎮ〔３８〕 “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可管辖本院民

事一审判决的上诉ꎬ在上诉审中也常常就中间争议焦点作成中间判决ꎮ〔３９〕值得注意的是ꎬ法官若于审

理计划中明确将在认定原告专利有效或被告构成侵权时先行作出中间判决ꎬ后续再进行损害赔偿的

审理ꎬ就不能随意改弦更张ꎮ 我国台湾地区审判主管机构“２０１９ 年度‘台上字’１２３８ 号”案件判决提

到ꎬ原审“智慧财产法院”法官于终结准备程序前曾询问当事双方意见ꎬ原告请求调查损害赔偿ꎮ 受命

法官表示ꎬ若认为被告未侵权或未不当行使专利权ꎬ即会作成终局判决ꎬ否则会作出中间判决ꎬ并进行

损害赔偿调查ꎮ 法院随即终结准备程序并进行言词辩论ꎬ认定被告有不当行使专利权而侵害原告权

利的情况并直接作出不利于被告的终局判决ꎮ 我国台湾地区审判主管机构因此认为ꎬ原审法院作为

“与受命法官阐明审理计划有所出入ꎬ致上诉人未能就损害赔偿部分充分防御ꎬ其所践行之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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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瑕疵”ꎬ因而将原判决命上诉人给付及该诉讼费用部分废弃并发回重审ꎮ〔４０〕

(二)可能通过两个以上诉讼实现的审判阶段化

若司法裁判者在实践中普遍允许原告就基于同一侵权事实享有的停止侵害等行为限制类请求权

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分别提起诉讼ꎬ则专利侵权案件的阶段化进行实质上在专利权人起诉时即已实现ꎮ
权利人会在起诉时先行提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请求而暂不明确损害赔偿金额请求ꎬ待法院就该阶

段诉请审理完毕并作出终局判决后再视后续账本提交及和解谈判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就损害赔偿金额

继续提起诉讼ꎮ 德国专利侵权诉讼中得到当事人和法院广泛接受的“经典诉讼组合(ｋｌａｓｓｉｓｃｈｅ Ｋｌａｇ￣
ｅｎｋ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即为此审判阶段化程序类型中的典型代表ꎮ〔４１〕国内部分文献称此“经典诉讼组合”为
“部分诉讼”或“分诉”ꎬ〔４２〕本文考虑到专利侵权案件语境下该诉讼组合的阶段化本质ꎬ将此程序模式

称为“分段诉讼”ꎮ 该模式以依原告请求先行审理不作为请求且先行裁判同时包含给付和积极确认判

决为基本特征ꎬ广泛存在于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侵权案件中ꎮ〔４３〕

在“分段诉讼”具体制度基础上ꎬ德国«专利法»第 １３９ 条第 ２ 款、«实用新型法»第 ２４ 条第 ２ 款和

«外观设计法»第 ４２ 条第 ２ 款均单独设立损害赔偿请求权ꎮ 损害赔偿请求被进一步细分为确定赔偿

义务存在和酌定赔偿金额两部分ꎬ这两部分请求在举证责任上轻重分离ꎮ 同时ꎬ立足于德国«民事诉

讼法典»第 ２５６ 条有关确认之诉(Ｆｅｓｔ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ｋｌａｇｅ)的规定ꎬ在诉讼时效存在风险及损害查明存在困

难时ꎬ确认利益(Ｆｅｓｔ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常能以判决形式得到承认ꎮ 再结合德国专利侵权诉讼中原告的

不作为、排除妨碍(Ｂｅｓｅｉｔｉｇｕｎｇｓａｎｓｐｒｕｃｈ)及告知(Ａｕｓｋｕｎｆｔｓａｎｓｐｒｕｃｈ)等相关请求权ꎬ专利权人在侵权诉

讼中常先行提交一份诉状ꎬ请求法院认定被告行为构成侵权、判令不作为并以确认判决确认被告负有

赔偿义务ꎬ同时可以要求被告提供有关财务账本、被诉侵权产品来源等进一步信息ꎬ以便就损害赔偿

金额确定全面举证ꎬ再于后续争议解决中确定赔偿金额ꎮ〔４４〕确认损害赔偿责任之诉(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ｅｒｓａｔｚｆｅ￣
ｓｔ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ｋｌａｇｅ)中止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ꎮ 要求被告公布账目的诉求则无中止损害赔偿请求

权时效的效力ꎬ在提出账目公布要求和确定数额请求时ꎬ原告尚无需明确损害赔偿计算方式ꎮ〔４５〕

在诉讼第一阶段将不作为和告知等给付请求与确定被告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确认请求相结合是德

国专利侵权诉讼的一大特色ꎮ 该模式在起诉时将损害赔偿额确定先行排除出受诉法院审判范围ꎬ在被

告行为构成侵权且法院作出不作为判决后再考虑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形式ꎮ 双方如不能达成和解ꎬ
原告需就金额确定另行提起一个新的程序ꎬ法院单独作出判决ꎮ〔４６〕 如曼海姆地区法院在一起专利侵

权案件中依原告诉请判令被告不作为并要求其提交侵权相关资料ꎬ同时声明被告负有赔偿责任ꎬ后因

双方就赔偿额存有争议ꎬ前诉原告再诉至该院ꎬ该院继续审理并作出判决ꎮ〔４７〕如此设置将确认损害赔

偿责任之诉和账目提供诉讼与金额量化阶段的和解谈判或另行诉讼在程序上分离ꎬ使损害量化取决

于前诉对账目等资料进行会计审查的结果ꎬ符合审判逻辑ꎮ〔４８〕 在前诉判决已判令被告不作为并确认

其负有损害赔偿责任基础上ꎬ当事方通常会就赔偿额达成和解协议ꎬ因此德国法院有关专利侵权损害

金额的判例并不多ꎮ〔４９〕若专利权人最终选择提起损害赔偿金额确定之诉ꎬ与部分请求否定论不同ꎬ〔５０〕

德国理论界与司法实践对基于同一债权先行提出部分诉请ꎬ再以后诉主张残部给付要求的诉讼形式

持宽容态度ꎮ〔５１〕因此ꎬ有时亦可将部分损害赔偿给付请求和其余给付金额请求于诉讼程序上分离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德国专利侵权诉讼“分段诉讼”模式下存在名为“禁令缺口( 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ｇａｐ)”的系

统性问题ꎮ 与我国相似ꎬ德国专利侵权诉讼系属法院的法官在个案中亦无权就涉案专利的有效性作

出认定ꎮ 侵权诉讼中法官于存在联邦专利法院并行无效程序时对中止侵权诉讼一般持严格态度ꎬ仅
在认为无效诉讼成功可能性很高时才会准许中止ꎮ〔５２〕而且ꎬ作为对权利人相对友好的法域ꎬ德国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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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纠纷中认定被告构成侵权时ꎬ往往会在第一阶段裁判中支持权利人的判令不作为请求ꎬ不作为

请求权几乎已成“准自动权利(ｑｕａｓｉ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ｓ Ｒｅｃｈｔ)”ꎮ〔５３〕虽其新修订的«专利法»和«实用新型

法»引入了比例原则限制ꎬ这种将不作为请求权视为“准自动权利”的局面目前也未有明显改观ꎮ 在德

国«民事诉讼法典»规定的临时执行制度(ｖｏｒｌäｕｆｉｇｅ Ｚｗａｎｇｓｖｏｌｌｓｔｒｅｃｋｕｎｇ)允许专利侵权诉讼中绝大多

数一审判决立即得到强制执行且联邦专利法院无效程序对涉案专利作无效或部分无效宣告的比例较

高的背景下ꎬ当这种对中止侵权诉讼的保守态度、对禁令签发的积极态度与相对漫长的无效程序和相

对高效的侵权诉讼第一阶段常存在时间差的现实相结合时ꎬ“禁令缺口”就不可避免地广泛存在于德

国专利侵权司法实务中ꎮ 比如ꎬ在一起专利侵权纠纷中ꎬ联邦专利法院在慕尼黑州高等法院维持侵权

禁令的控诉审判决后 １２ 个月才宣告涉案基础专利无效ꎬ此时侵权诉讼已处于被控侵权人在控诉审法

院拒绝许可上告后提出抗告的阶段ꎬ被控侵权人基于无效判决提出暂缓临时执行的申请最终得到联

邦最高法院的支持ꎮ〔５４〕“禁令缺口”显示出德国法院的亲专利权人倾向ꎬ被控侵权方在这样的司法环

境中常迫于禁令压力被迫与原告就侵权损害达成不利己方的和解ꎮ〔５５〕

(三)不同审判阶段化程序模式的比较

不论是在同一诉讼程序中推行的审判阶段化还是可能通过两个以上诉讼实现的阶段化ꎬ其本质

均为在不同诉讼理论和制度下通过不同程序安排对专利侵权案件进行的以实体审理逻辑为基础的审

判环节划分ꎮ 通过对域内外实践展开梳理分析ꎬ不难概括各专利侵权纠纷审判阶段化程序模式的最

主要制度特征ꎮ 我国大陆法院裁量是否需要先行就部分争点组织庭审ꎬ若侵权成立就适用先行判决

在诉中签发禁令ꎬ若侵权不成立则径为全部终局判决ꎮ 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可以审查涉案专利

相对有效性ꎬ因而在同一诉讼程序内依次阶段化审理个案有效性、侵权认定以及永久禁令与损害赔偿

请求问题ꎮ 相比日本的阶段化审理程序ꎬ我国台湾地区的诉讼程序因中间判决的广泛适用而更宜被

称为“审判”阶段化的探索ꎮ 德国法院在“分段诉讼”模式下则允许首次起诉诉状包含不作为、告知等

给付请求及确认损害赔偿责任之诉ꎬ若原告在第一阶段胜诉且双方协商失败ꎬ法院会依起诉就赔偿额

问题启动一独立程序ꎮ 本文将这三种审判阶段化程序模式依其首要制度特征概括为“先行判决”“中
间判决”和“分段诉讼”模式ꎮ

“先行判决”模式以原告在起诉时即明确损害赔偿金额请求为前提ꎬ以及时制止侵权、促进诉讼经

济及有效保障当事人程序利益为基本出发点ꎬ通过先行就权利稳定性和侵权认定相关事实组织庭审

并就原告停止侵害诉请作出结论性判定来划分审判环节ꎬ而将损害赔偿请求留作后续审理或于后续

进程中促成双方达成和解ꎮ 该制度在专利侵权纠纷语境下虽仍存在相当程度的规则缺位ꎬ但基于目

前实践探索情况仍不难概括其基本特征ꎮ 以先行判决为主要工具的程序模式在实践中常由法院主

导ꎬ但当事人亦得申请先行判决ꎮ 先行判决的作出使专利权人提前获得禁令救济ꎬ有利于整体上缩短

禁令签发周期并以禁令威力促使侵权人积极寻求协商解决纠纷ꎮ 该制度整体适用灵活性中等而不会

造成零碎上诉激增ꎬ在实践中有较强可操作性ꎬ可以一项制度的适用同时实现多个目标ꎮ
“中间判决”模式亦以原告在起诉时即明确损害赔偿金额请求为前提ꎬ被我国台湾地区“智慧财产

及商业法院”广泛运用ꎮ 因中间判决不可上诉ꎬ法官无需担心零碎上诉ꎬ适用起来相当灵活ꎬ对引导诉

讼进程、聚焦攻击防御、保障当事人程序利益和促进纠纷化解助益颇多ꎮ 但是ꎬ中间判决无法及时制

止侵权行为ꎬ原告禁令请求仍需“陪跑”直至损害赔偿阶段审理完毕ꎮ 此外ꎬ采用该模式会产生一个在

全部终局判决语境下可能出现的普遍性问题ꎬ即若一审法院中间判决认可侵权ꎬ再就禁令和损害赔偿

数额审理后作成终局判决ꎬ却被二审法院否定请求原因的话ꎬ那么一审法院就请求数额所作审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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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化为乌有ꎬ造成不可避免的司法资源浪费ꎮ 而适用先行判决则可通过暂时中止损害赔偿阶段审

理并尽可能在确保公正前提下高效推进先行判决上诉审理进程来规避这种浪费产生的风险ꎮ
“分段诉讼”模式的运行以德国«民事诉讼法典»中的确认之诉制度及专利权人享有的不同请求

权为基础ꎮ 这种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受当事人主导ꎬ有利于促进后续和解和易化损害赔偿举证ꎬ有值得

借鉴之处ꎮ 但其制度具体设置较为复杂ꎬ要求细分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并以确认判决先行确定被

告负有赔偿责任ꎮ 而且ꎬ受当事人主导的程序不利于法院以诉讼环节分解引导诉讼进程高效有序进

行ꎮ 部分情形下ꎬ并无需要分段审理的必要ꎬ但有时原告甚至会就损害赔偿问题分段起诉ꎬ这些情况

最终会导致零碎诉讼和上诉的增加ꎬ不利于平衡双方利益ꎮ 此外ꎬ该模式在德国法语境下存在系统性

“禁令缺口”问题ꎬ容易导致专利权人和被控侵权人间的利益失衡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认为ꎬ目前我国法院探索出的ꎬ先行就权利稳定性和侵权认定问题组织庭审

并在侵权成立前提下适用先行判决的模式相对中庸温和且没有明显不可接受的短板ꎬ能以一项制度

的运用同时实现多个目标ꎬ可有效纾解一次性适用全部终局判决裁判语境下给法院和专利权人带来

的困扰并实质缩短案件周期ꎬ是在目前民事诉讼体系下与我国诉讼规则和司法现状相适应的优选手

段ꎮ 当然ꎬ目前该模式下我国专利侵权纠纷阶段化审判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ꎬ程序上的具体规则仍存

在相当程度缺位ꎬ司法探索经验一方面为后续优化提供了宝贵的引领性参考ꎬ另一方面仍不足以指导

实践适用并进一步暴露出具体规则在适用条件、适用范围以及执行保障方面的欠缺ꎮ 专利侵权纠纷

审判阶段化的广泛推行离不开完善的规则支撑ꎬ后文将在“先行判决”模式下系统性研究我国专利侵

权审判阶段化的完善方向ꎮ

三、“先行判决”模式下阶段化审判规则的完善

“先行判决”模式本身允许法院视余部审理难度决定是否分阶段组织庭审ꎮ 基于专利侵权案件的

复杂性以及阶段化组织庭审对减少审判资源浪费的重要作用ꎬ专利侵权纠纷原则上应分阶段组织庭

审以聚焦攻击防御ꎮ 但例外情况下ꎬ法院若认为原告胜诉概率很高且损害赔偿部分审理并不复杂ꎬ完
全可以与其他事实证据合并审理并作出判决ꎬ亦可以在庭审中不分阶段地一次性解决包含损害赔偿

在内的所有问题ꎮ 法院先行查清权利稳定性和侵权认定问题后ꎬ若原告败诉则可以径为全部终局判

决终结本审级ꎬ若侵权成立则可先行判决被告停止侵害ꎬ视情形决定是否需要暂时中止诉讼并最终通

过组织调解或继续诉讼处理损害赔偿问题ꎮ 针对目前具体规则供给不足的问题ꎬ本文从先行判决的

适用条件、与诉中行为保全的选择适用及涉禁令判决的执行保障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ꎮ
(一)先行判决的适用条件

１. 从«民事诉讼法»第 １５６ 条文义出发的适用条件

从«民事诉讼法»第 １５６ 条文义出发并通过限缩解释排除大陆法系中间判决传统适用情形后ꎬ作
出先行判决需至少满足两个条件:条件一ꎬ先行裁判的部分诉请与其余部分可以分离ꎻ条件二ꎬ先行裁

判的部分诉请所涉事实须已查明ꎬ达于可为裁判程度ꎮ 就条件一而言ꎬ专利侵权纠纷中法院一般适用

先行判决就原告停止侵害请求作出裁判而暂时搁置损害额审理ꎬ原告停止侵害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

求权为两个独立请求权ꎬ法院一般得分别审理判断ꎮ 就条件二而言ꎬ其要求对先行判决事实的证明已

达“确定无疑”程度ꎬ主要依靠法官裁量ꎮ 因我国立法者持与德国类似的分离主义立场ꎬ专利确权行政

程序和行政诉讼与侵权诉讼在程序上分离ꎮ 法官在适用先行判决前ꎬ应将涉案专利效力稳定性作为

裁判成熟程度的重要基础性事实进行审查ꎮ 基于需经行政授权取得专有权利的各类专利的审查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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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以及它们在行政授权中经历的充分程度不同的审查过程ꎬ侵权诉讼系属法院于存在并行确权行

政或司法程序时对案件事实是否符合裁判成熟程度要求的评估也应有所不同:
(１)对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两类未经实质审查即获授权的专利ꎬ其权利稳定性弱ꎬ所以于存在

并行确权程序时应谨慎考量该要件ꎬ在实践中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若干规定»有关中止诉讼的规定审查并于必要时中止侵权诉讼并等待无效宣告决定作出ꎮ〔５６〕

法院裁定中止侵权诉讼后ꎬ若专利复审和无效审理部作出维持专利有效的决定ꎬ则可恢复审理ꎬ在目

前专利确权行政诉讼裁撤率较低的背景下ꎬ即使该行政决定被诉至法院ꎬ已经过一次确权行政程序实

质审理的专利稳定性也相对较强ꎬ可以不中止诉讼并在必要时适用先行判决及时制止侵权行为ꎮ〔５７〕

若专利复审和无效审理部作出宣告专利无效的决定ꎬ则表明该专利效力稳定性有严重瑕疵ꎬ以“先行

裁驳ꎬ另行起诉”方式处理即可ꎮ
(２)就经过严格实质审查的发明专利而言ꎬ其权利稳定性相对更强ꎬ于并存确权程序时适用先行

判决的灵活性也就更高ꎮ 在审查时ꎬ存在并行确权行政或司法程序时侵权诉讼系属法院常采用的中

止诉讼等待确权程序结果的做法不值得提倡ꎬ〔５８〕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中亦认为此类情形下一般可以

继续审理ꎮ〔５９〕本文认为ꎬ应于发明专利侵权案件中坚持司法主导ꎬ得于存在并行确权程序的发明专利

侵权案件中发挥先行判决制度优势ꎬ基于具体案情对权利稳定性作相对灵活的个案审查ꎬ结合技术调

查人员的辅助ꎬ在经评估认为稳定性风险可以接受时一般不中止诉讼而得为先行判决并在当事人上

诉前提下中止损害赔偿阶段审理以等待无效宣告决定作出ꎬ以期最大程度实现权利高效救济和裁判

准确性的平衡并避免损害赔偿阶段审理努力因先行判决被撤销而化为乌有的风险ꎮ
在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侵权案件中ꎬ法官对涉案技术的理解力往往弱于专利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的审查员而需要技术调查人员辅助ꎬ由专业技术人员从事确权审查以确保专利权效力结论准确性正

是分离模式的重要优势ꎮ 诚然ꎬ我国已建立起技术调查官制度ꎬ专利侵权案件承办法官可通过技术调

查官的帮助查明技术事实ꎮ 但适用先行判决语境下侵权诉讼与确权程序的分离仍可能带来意见的不

一致并最终导致权利稳定性风险ꎮ 此时若能在现有模式下ꎬ结合我国专利诉讼现状ꎬ在负责专利确权

工作的行政部门、审理确权行政案件的法院和审理民事侵权案件的法院间建立适当的同步沟通机制ꎬ
将有利于侵权诉讼系属法院ꎬ尤其是发明专利侵权案件合议庭成员在技术调查官辅助下及时判断权

利稳定性并形成心证ꎬ进而迅速就停止侵害救济相关诉请先行下判ꎬ及时沟通亦有利于因确权程序中

止侵权诉讼的案件承办法官尽早确信涉案权利稳定性并决定是否恢复审理ꎮ
２. 适用先行判决前的“再保险”审查

在满足对«民事诉讼法»１５６ 条限缩解释的前两项要件后ꎬ此时可以说ꎬ仅就先行判决部分事实而

言ꎬ已达到可为先行判决的程度ꎮ 但将同一案件分割为两部分审理并赋予每一部分可上诉性的做法

不仅牵涉到先行判决部分ꎬ还涉及对剩余标的的处理等需要考虑的情况ꎮ 为了不与后续审判发生矛盾ꎬ
德国民事诉讼学者常认为需要对部分判决的适用附加一不成文要件ꎬ即“独立性(Ｕｎａｂｈäｎｇｉｇｋｅｉｔ)”ꎮ〔６０〕

该要件要求部分判决制度适用满足“独立于余部判决”的要求ꎮ 本文参考该要件设立的基本理念并在

我国专利民事诉讼语境下进一步扩展其概念外延ꎬ认为有必要在作出先行判决前ꎬ充分评估先行判决

与余部判决冲突、和二审法院所作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冲突以及因程序瑕疵被二审法院撤销的危险ꎮ
即使争议的主题原则上可以分割ꎬ也只有在基本排除判决冲突风险时ꎬ才可以作出先行判决ꎮ〔６１〕 先行

判决能“独立”于后续程序是一个立足全局、范围更为广泛的审视要求ꎬ是对“裁判成熟程度”审查的

再保险ꎬ对保证先行判决发挥及时制止侵权行为、促进诉讼经济和效益等功用具有重要意义ꎮ 如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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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程序出现冲突ꎬ则先行判决很可能会被撤销ꎬ不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ꎬ有损司法公信力ꎬ而且还会

给当事人增加额外诉累ꎬ不利于纠纷的高效化解ꎮ
(二)与诉中行为保全制度的选择

在专利侵权纠纷中ꎬ判令被告停止侵权的先行判决和诉中行为保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功能重叠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７ 条详细列举了审

查需考量的五个因素(第五个因素为兜底条款)ꎮ 其中:(１)基于对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适当限制ꎬ双方

利益衡量和公共利益两要件在作出判决时也应得到关注ꎬ两种制度在这两项要求上差异不大ꎻ(２)作
出先行判决时需考量“独立性”ꎬ保全审查中也应评判未来出现舛误的风险ꎬ二者本为不同制度ꎬ在个

案千变万化的前提下亦难以该要件评判孰优孰劣ꎮ 而在其他要件的衡量中ꎬ两种制度可谓各有千秋ꎮ
行为保全理论上对“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要求更低ꎮ 若个案符合行为保全其他几项要件要求ꎬ

优先作出保全裁定抑或是先行判决就主要取决于“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ꎬ该要件在保全裁定作出考

量中主要表现为侵权胜诉可能性和涉案专利效力稳定性两项要求ꎮ 与之对应ꎬ先行判决要求的“达于

可裁判程度”要件ꎬ在专利侵权纠纷中亦主要表现为对侵权胜诉和权利稳定性的要求ꎮ 作出先行判决

要求该部分请求所涉事实证明达到“确定无疑ꎬ基本无误”程度ꎮ 而行为保全理论上只需“较高”的胜

诉可能性ꎬ以“优势证据”证明侵权很有可能成立即可ꎮ 因此ꎬ在“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部分事实达

于可裁判程度)要件上ꎬ虽然实务中很多法院在审查行为保全申请时ꎬ对胜诉可能性持相当严苛的标

准ꎬ但行为保全制度的适用门槛至少在理论上要低于先行判决ꎮ 本文认为ꎬ若法官结合在案证据和案

件推进情况认为原告已有较高胜诉可能性ꎬ其持有的专利权较为稳定ꎬ未出现存在并行确权行政或司

法程序且该涉案专利被宣告无效可能性较高的情况ꎬ但后续查明侵权事实至达于可为裁判程度尚有

一定难度或需一定时间ꎬ而原告申请又基于较为紧迫的实际情况ꎬ且符合保全其他适用要件的ꎬ就可

先作出保全裁定ꎬ为申请人提供及时救济ꎮ 此时若坚持继续审理直至侵权事实全部查明时再行判决ꎬ
则申请人可能已于此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害ꎮ 在这种情形下ꎬ法院宜优先以保全裁定为申请人提供救

济ꎬ是否需后续作出先行判决则视剩余标的审理难度等再行决定ꎮ
先行判决的适用原则上不需要满足“难以弥补的损害”要件ꎬ亦不要求权利人申请符合紧迫性要

求ꎮ 只是在法院依当事人申请ꎬ基于及时提供救济考量启动程序时ꎬ可以适当考虑这两项要求ꎮ 申请

法院启动先行判决程序亦不用提供高额担保ꎮ 在司法实践基于对保全错误的顾虑而对“事实基础和

法律依据”常持较严格标准的背景下ꎬ先行判决适用门槛整体上要低于行为保全ꎮ 本文认为ꎬ若法官

认为原告主张的侵权事实已基本成立ꎬ或胜诉可能性高而侵权事实查明至可为裁判程度无需很长时

间ꎬ且剩余标的及时处理存在困难ꎬ则优先作出具有确定力的先行判决也就成为实践中更谨慎、稳妥

且不会不当减损当事人权利的选择ꎮ 在作出先行判决后ꎬ再作出行为保全裁定也是为先行判决提供

临时执行保障的路径之一ꎮ 有时ꎬ在先行判决和行为保全裁定均可适用时ꎬ法院亦可以同时考虑其他

因素———诸如将来判决的有效执行、促进当事双方就全部或者部分判项和解等ꎬ来最终决定如何应用ꎮ
(三)涉禁令判决的执行保障

目前ꎬ上诉前提下至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生效前ꎬ解决原告胜诉的禁令先行判决或例外情形下同

时包含禁令和损害赔偿判项的全部终局判决没有强制执行力问题的思路主要有四类:一是利用«民事

诉讼法»中的先予执行制度ꎻ二是加快二审进程以尽快让权利人实现部分权利ꎻ三是引入大陆法系常

见的临时执行制度ꎻ四是以现有“禁令判决 ＋行为保全”组合适用方式保障执行ꎮ 就第一类思路而言ꎬ
先予执行须以申请人生活或者生产经营急需为前提条件ꎬ实践中主要被适用于追索赡养费、医疗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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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酬等案件中ꎬ与先行判决的适用情境交集不大ꎬ而且许多专利权人并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ꎬ但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仍可能给其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ꎬ有及时得到救济的必要ꎮ 就第二类思路而

言ꎬ加快二审进程具有很大不确定性ꎬ个案进程因案各异ꎬ无法对其高效处理下达量化指标ꎬ如此行事

还有忽略当事人程序利益之嫌ꎬ在司法实践中只能由法官作个案权衡ꎬ很难广泛推行ꎮ 因此综合来

看ꎬ现阶段只能通过引入临时执行或配合作出行为保全裁定的方式进行弥补ꎮ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并未规定临时执行制度ꎮ 在包括专利侵权诉讼在内的民事程序中引入临时

执行制度有其优点ꎬ临时执行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ꎬ几乎所有因当事人上诉而未能立即生效的全部或

部分终局判决都可以申请临时执行ꎮ 这使得各类纠纷中作出的判决ꎬ不论其涉及行为还是财产给付ꎬ
适用初衷如何ꎬ都可以得到临时强制执行ꎮ 几乎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上诉状态中胜诉禁令判决没有

强制执行力的难题ꎮ 但从必要性角度考虑ꎬ在有基于现有制度组合解决主要问题的前提下ꎬ仅出于及

时制止侵权行为的目的ꎬ为了部分专利案件中上诉前提下涉禁令判决执行力缺失的问题ꎬ就从大陆法

系民事诉讼体系中引入一整套庞大繁杂的临时执行制度ꎬ于经济性考量上并无益处ꎮ 大陆法系临时

执行制度是一套有完整体系的复杂制度ꎬ从宣告、担保、反担保、障碍、补充、失效等多方面对临时执行

所涉各方面作全面细化规定ꎮ 是否应引入临时执行制度应至少站在民事诉讼通盘规则下构想ꎮ 本文

认为ꎬ专利司法实践探索出的“禁令判决 ＋行为保全”制度组合已经可以满足目前实践中当事人就胜诉

禁令判决在较为急迫前提下提前得到执行的需求ꎬ无需就这一问题的解决专门引入临时执行制度ꎮ
目前实践中行为保全适用标准较为严苛、不利于保障禁令判决的执行ꎮ 本文认为ꎬ在禁令判决已

就被告侵权行为作出认定的基础上ꎬ有必要在判决作出同时或之后适用行为保全时ꎬ对其标准适当放

宽ꎮ 可通过借鉴美国初步禁令(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程序中部分巡回上诉法院所持的“滑动尺度

(ｓｌｉｄｉｎｇ － ｓｃａｌｅ)”标准ꎬ〔６２〕在法院已就侵权行为作出认定且认为可支持原告停止侵害请求的前提下ꎬ
放宽其他条件的审查标准ꎬ主要指“紧急性”要求和“难以弥补的损害”要件ꎮ 同时ꎬ可视权利稳定性

等因素酌情减少乃至取消专利权人在胜诉禁令判决作出前提下申请保全时的担保金额要求ꎮ

四、结　 语

专利侵权纠纷审判工作原则上宜从实体审理逻辑出发阶段化开展ꎬ先行组织审理权利稳定性和

侵权认定争点并视情适用先行判决的路径能有效纾解“周期长”带来的难题且与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

相适应ꎮ 针对该模式下规则供给不足的问题ꎬ首先ꎬ适用先行判决前应基于专利类型和权利稳定性情

况就侵权判定相关事实及所涉诉请是否达到可为裁判时机作出判断并于下判前进行“再保险”审查ꎻ
然后ꎬ通过基于案情的要件比对判断先行判决与诉中行为保全的个案选择ꎻ最后ꎬ考虑到上诉状态中

判令停止侵害判决缺乏执行力的问题ꎬ建议可于必要时辅以临时禁令保障其临时执行ꎮ

注释:
〔１〕«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

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ꎮ
〔２〕Ｆ＆Ｇ Ｓｃｒｏｌｌｉｎｇ Ｍｏｕｓｅ Ｌ. Ｌ. Ｃ. ｖ. ＩＢＭ Ｃｏｒｐ. ꎬ１９０ Ｆ. Ｒ. Ｄ. ３８５ꎬ３８８(Ｍ. Ｄ. Ｎ. Ｃ. １９９９) .
〔３〕Ｇｒｅｇ Ｒｅｉｌｌｙꎬ“Ｌｉｎｋｉｎｇ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Ｌｏｙｏｌ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４７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５ꎬｐｐ. ２３４ －

２３５.
〔４〕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ｓｃｈꎬＬＬＣ ｖ. Ｐｙｌｏｎ Ｍｆｇ. Ｃｏｒｐ. ꎬ７１９ Ｆ. ３ｄ １３０５ꎬ１３１９(Ｆｅｄ. Ｃｉｒ. ２０１３) .
〔５〕Ｖｇｌ. ＰｉｔｚꎬＰａｔｅｎｔｖｅｒｌｅｔｚｕｎｇｓ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ꎬ２. Ａｕｆｌ. ꎬＭüｎｃｈｅｎ:Ｃ. Ｈ. Ｂｅｃｋꎬ２０１０ꎬＲｎ. １３４.

—５５１—

专利侵权纠纷审判阶段化研究



〔６〕董新凯:«论知识产权保护的“公正合理”标准»ꎬ«学术界»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７〕１９８２ 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 １２１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ꎬ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ꎬ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

决”ꎮ 此后历经多次修订ꎬ该条文均被保留ꎬ现规定于«民事诉讼法»(２０２３ 修正)第 １５６ 条ꎮ «民事诉讼法»(２０２３ 修正)第 １５６ 条相较

１９８２ 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 １２１ 条ꎬ在表述上略有区别ꎬ删除了“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的“的”字ꎮ 后文若非特别注明ꎬ«民事诉

讼法»一词即指«民事诉讼法»(２０２３ 修正)ꎮ
〔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的意见»第 ５ 条规定:“对于侵权事实已经清楚、能够认定侵权成立

的ꎬ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先行判决停止侵权ꎮ”
〔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ｓ Ｍｅｔａｌｉｃａｓ Ｍａｒｖａ ｖ. Ｌａｕｓｅｌｌꎬ１７２ Ｆ. Ｒ. Ｄ. １ꎬ５(Ｄ. Ｐ. Ｒ. １９９７) .
〔１０〕Ｌｏｕｉｓ Ｋａｐｌｏｗꎬ“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１２６ꎬＮｏ. ５ꎬ２０１３ꎬｐｐ. １１９３ － １１９４.
〔１１〕段文波:«我国民事庭审阶段化构造再认识»ꎬ«中国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１２〕在起诉时即明确损害赔偿请求并不妨碍原告可能在诉讼中视情申请变更具体金额等请求给付内容ꎮ
〔１３〕部分判决亦可称一部终局判决或部分终局判决ꎮ 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３０１ 条称之为“部分判决(Ｔｅｉｌｕｒｔｅｉｌ)”ꎬ我国台湾地

区“民事诉讼法”第 ３８２ 条则称之为“一部终局判决”ꎮ
〔１４〕傅郁林:«先决问题与中间裁判»ꎬ«中国法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ꎮ
〔１５〕〔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ꎬ白绿铉译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１４５ 页ꎮ
〔１６〕作为例外ꎬ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３０４ 条“原因判决(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ｕｒｔｅｉｌ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Ｇｒｕｎｄ)”被视为终局判决而可以提起上诉ꎮ
〔１７〕此外ꎬ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在诉讼中可以就程序上的中间争点作出中间裁定ꎮ
〔１８〕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３０６ 页ꎮ
〔１９〕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第二版)»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２１ 年ꎬ第 ３２８ － ３２９ 页ꎮ
〔２０〕辛野、陈祠平、倪仲伟:«鲶鱼效应:以先行判决“加速”繁案处理———以制度供给满足人民群众高效的司法需求»ꎬ刘贵祥主

编:«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与行政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全国法院第 ３２ 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下)»ꎬ北京:人民法院出版

社ꎬ２０２１ 年ꎬ第 １０９７ － １０９９ 页ꎮ
〔２１〕该案入选 ２０１９ 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ꎬ被收录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１１５ 号ꎮ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６)沪

７３ 民初 ８５９ 号民事判决书ꎻ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最高法知民终 ２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２２〕该案入选 ２０２０ 湖南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件ꎮ 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 ０１ 民初 ３１８６ 号民事判决

书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湘知民终 ５８２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２３〕该案入选２０２０ 深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创新案例ꎮ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粤０３ 民初１６６８ 号民事判决书ꎻ广

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粤 ０３ 民初 １６６８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ꎮ
〔２４〕该系列案件中ꎬ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六起同时起诉的专利侵权案件进行审理并决定仅先审理侵权成立与否相关事实ꎬ在三

起案件中认定被告不构成侵权ꎬ另三起案件中作出三份先行判决判令被告停止侵害ꎬ后其中两份因权利基础丧失或被告现有技术抗辩

成功而被二审或再审法院撤销ꎬ涉及多份裁判文书ꎮ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５)京知民初字第 ０１７３１ 号、０１７３２ 号、０１７３４ 号、０１９３７
号、０１９３８ 号、０１９４３ 号民事判决书ꎻ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５)京知民初字第 １７３２ 号民事裁定书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京民终

４９８ 号民事判决书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京民终 ４７９ 号民事裁定书ꎻ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７)京 ７３ 行初 ４３９ 号行政判决书ꎻ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京行终 ２０１６ 号行政判决书ꎻ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最高法民再 ８２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２５〕参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闽 ０２ 民初 １７１２ 号民事判决书ꎻ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闽民终 ７９０ 号民事裁定书ꎮ
〔２６〕该案是天津市首例适用先行判决的专利侵权案件ꎬ入选 ２０２３ 天津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ꎮ 参见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津 ０３ 知民初 １５０ 号、１５０ 号之一、１５１ 号、１５１ 号之一民事判决书ꎮ
〔２７〕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２０２０ 修正)第 ２ 条ꎮ
〔２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５)京知民初字第 ０１７３２ 号先行判决的后续动向较为复杂ꎬ该案一审期间ꎬ涉案专利在无效宣告程序

中被专利复审委员会认定为有效ꎬ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ꎬ此间一审法院作出责令停止侵权的先行判决ꎮ 先行判决二审期间ꎬ因
认定涉案专利不符合创造性要求ꎬ专利复审委员会所作行政决定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撤销ꎬ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并于该

行政判决作出后以权利基础丧失为依据裁定撤销该民事先行判决并驳回原告起诉ꎮ
〔２９〕刘庆辉:«关于行为保全和部分判决的实务问题»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ＹＱＬＱＩｒｉｂＴＴＮｅＢＶｔｄ４ＦｉＱＶｗꎮ
〔３０〕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二审判决中指出:如情况紧急或者可能造成其他损害ꎬ权利人提出行为保全申请而二审法院无法在保

全申请处理期限内作出终审判决的ꎬ应对保全申请单独处理并及时作出裁定ꎬ符合条件的当及时采取保全措施ꎮ 二审法院可根据案情

展开审查且不要求必须提供担保ꎮ 如果二审法院能够在行为保全申请处理期限内作出终审判决ꎬ可以及时作出判决并驳回保全申请ꎮ
〔３１〕该案也是法院认为先行判决和行为保全属于并行不悖程序的有力例证ꎮ

—６５１—

　 ２０２４. ６􀅰学者专论



〔３２〕李大扬:«日本知识产权诉讼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及其启示»ꎬ«知识产权»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ꎮ
〔３３〕易继明:«构建知识产权大司法体制»ꎬ«中外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３４〕李扬:«日本专利权当然无效抗辩原则及其启示»ꎬ«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ꎻ朱理:«台湾地区“智慧

财产法院”诉讼制度考察与借鉴»ꎬ«知识产权»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ꎮ
〔３５〕林洲富:«专利侵害之集中民事审理»ꎬ«财产法暨经济法»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ꎮ
〔３６〕我国台湾地区“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第 ８ 条第 ２ 项规定:“审判长或受命法官就事件之法律关系ꎬ应向当事人晓谕争点ꎬ并

得适时表明其法律上见解及适度开示心证ꎮ”“智慧财产案件审理细则”第 ３５ 条规定:“关于智慧财产权侵害之民事诉讼ꎬ其损害额之

审理ꎬ应于辩论是否成立侵害后行之ꎮ 但法院认为就损害之内容ꎬ有先行或同时辩论之必要者ꎬ不在此限ꎮ”
〔３７〕«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事件审理模式»ꎬ我国台湾地区“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ｃ.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ｇｏｖ. ｔｗ / ｔｗ / ｃｐ － ３２５ －

２３１８６８６ － ７２４９８ － ０９１. ｈｔｍｌꎮ
〔３８〕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智慧财产法院”２０１４ 年度“民专诉字”第 ４８ 号民事判决ꎮ
〔３９〕如我国台湾地区“智慧财产法院”２０２０ 年度“民专上字”第 ６ 号民事判决ꎮ
〔４０〕参见我国台湾地区审判主管机构 ２０１９ 年度“台上字”第 １２３８ 号民事判决ꎮ
〔４１〕Ｖｇｌ. ＭｅｓꎬＢｅｃｋ’ｓｃｈｅｓ Ｐｒｏｚｅｓｓｆｏｒｍｕｌａｒｂｕｃｈꎬ１５. Ａｕｆｌ. ꎬＭüｎｃｈｅｎ:Ｃ. Ｈ. Ｂｅｃｋꎬ２０２２ꎬＦｏｒｍ. ＩＩ. Ｑ. ２１ Ａｎｍ. １２.
〔４２〕胡晶晶:«德国法中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以德国‹专利法›第 １３９ 条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２８７ 条为中心»ꎬ«法律

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ꎻ卜元石:«德国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与判决解析»ꎬ«知识产权»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ꎮ
〔４３〕该程序模式包含先行提出的确认之诉ꎬ与著作权等侵权诉讼中亦常见的ꎬ援引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 ２５４ 条有关“阶段诉讼

(Ｓｔｕｆｅｎｋｌａｇｅ)”的规定将账目提供诉讼与损害赔偿金额确定给付诉讼相结合并依阶段提出给付请求的形式并不相同ꎮ
〔４４〕Ｖｇｌ. ＭｅｓꎬＰａｔｅｎｔｇｅｓｅｔｚ 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ｍｕｓｔｅｒｇｅｓｅｔｚꎬ５. Ａｕｆｌ. ꎬＭüｎｃｈｅｎ:Ｃ. Ｈ. Ｂｅｃｋꎬ２０２０ꎬＰａｔＧ § １３９ Ｒｎ. ３１３ － ３２３ꎻＥｉｃｈｍａｎｎ / Ｊｅｓｔａｅｄｔ /

Ｆｉｎｋ / ＭｅｉｓｅｒꎬＤｅｓｉｇｎｇｅｓｅｔｚꎬ６. Ａｕｆｌ. ꎬＭüｎｃｈｅｎ:Ｃ. Ｈ. Ｂｅｃｋꎬ２０１９ꎬＤｅｓｉｇｎＧ § ４２ Ｒｎ. ９９.
〔４５〕Ｖｇｌ. Ａｎｎꎬ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ｃｈｔ:Ｌｅｈｒｂｕｃｈ ｚｕ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ｎ 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ｃｈｔ ｕｎｄ 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ｍｕｓｔｅｒｒｅｃｈｔꎬ８. Ａｕｆｌ. ꎬＭüｎｃｈｅｎ:Ｃ. Ｈ.

Ｂｅｃｋꎬ２０２２ꎬ § ３６ Ｒｎ. ５１ － ５２.
〔４６〕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Ｒ. Ｋｌｅｔｔꎬ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ＳｏｎｎｔａｇꎬＳｔｅｐｈａｎ Ｗｉｌｓｋｅꎬ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Ｌａｗ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

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Ｍüｎｃｈｅｎ:Ｃ. Ｈ. Ｂｅｃｋꎬ２００８.
〔４７〕ＬＧ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ꎬＵｒｔｅｉｌ ｖｏｍ １９. １０. ２００７ － ７ Ｏ １８４ / ０６ꎬＮＪＯＺ ２００８ꎬ２３９１.
〔４８〕Ｖｇｌ. Ｇｒａｂｉｎｓｋｉ / ＺüｌｃｈꎬＢｅｎｋａｒｄꎬＰａｔｅｎｔｇｅｓｅｔｚꎬ１１. Ａｕｆｌ. ꎬＭüｎｃｈｅｎ:Ｃ. Ｈ. Ｂｅｃｋꎬ２０１５ꎬ § １３９ Ｒｎ. １０４.
〔４９〕Ｈａｎ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ꎬ“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３１ꎬＮｏ. ６ꎬ２０００ꎬｐｐ. ６６７ － ６６８.
〔５０〕〔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ꎬ林剑锋译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８７ － ９５ 页ꎮ
〔５１〕黄毅:«部分请求研究»ꎬ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４ 年ꎮ
〔５２〕Ｖｇｌ. Ｏｓｔｅｒｒｉｅｔｈꎬ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ｃｈｔ. ６. Ａｕｆｌ. ꎬＭüｎｃｈｅｎ:Ｃ. Ｈ. Ｂｅｃｋꎬ２０２１ꎬＲｎ. １０３３ － １０３５.
〔５３〕Ｖｇｌ. ＳｔｉｅｒｌｅꎬＤｅｒ ｑｕａｓｉ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ｌａｓｓｕｎｇｓａｎｓｐｒｕｃｈ ｉ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ｃｈｔ: Ｅｉｎ Ｂｅｉｔｒａｇ ｉｍ Ｌ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

ｄｅｓ § １３９ Ｉ ＰａｔＧꎬＧＲＵＲ Ｈｅｆｔ ９ꎬ２０１９ꎬＳ. ８７３.
〔５４〕ＢＧＨꎬＢｅｓｃｈｌｕß ｖｏｍ ８. ７. ２０１４ – Ｘ ＺＲ ６１ / １３(ＯＬＧ Ｍüｎｃｈｅｎ)ꎬＧＲＵＲ ２０１４ꎬ１０２８ꎻＢＧＨꎬＢｅｓｃｈｌｕß ｖｏｍ １６. ９. ２０１４ – Ｘ ＺＲ ６１ / １３

(ＯＬＧ Ｍüｎｃｈｅｎ)ꎬＧＲＵＲ ２０１４ꎬ１２３７.
〔５５〕Ｍｅｉｅｒ － ＢｅｃｋꎬＢｉｆｕｒｋ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Ｔｒｅｎｎｕｎｇ:Ü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 ｚｕｍ Üｂｅｒｅｉｎｋｏｍｍｅｎ üｂｅｒ ｅｉｎ Ｅｉｎｈｅｉｔｌｉｃｈｅｓ Ｐａｔｅｎｔｇｅｒｉｃｈｔ ｕｎｄ ｚｕｒ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ｄｅｓ

Ｔｒｅｎｎｕｎｇ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ＧＲＵＲ Ｈｅｆｔ １０ꎬ２０１５ꎬＳ. ９３１ － ９３２.
〔５６〕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２０２０ 修正)第 ５ 条ꎮ
〔５７〕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无效程序审理期间ꎬ若权利人有基于紧急性的制止侵权需要ꎬ则可在提供担保基础上依«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２０２０ 修正)第 ８ 条申请行为保全ꎮ
〔５８〕万琦:«论我国专利纠纷解决的司法、行政路径»ꎬ«电子知识产权»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５９〕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２)最高法知民终 １２４ 号民事裁定书ꎮ
〔６０〕Ｖｇｌ. ＥｌｚｅｒꎬＶｏｒｗｅｒｋ / ＷｏｌｆꎬＢｅｃｋ’ｓｃ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 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ｚｕｒ ＺＰＯꎬ４４.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Ｍüｎｃｈｅｎ:Ｃ. Ｈ. Ｂｅｃｋꎬ２０２２ꎬ § ３０１ Ｒｎ. １６.
〔６１〕ＯＬＧ 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ꎬＵｒｔｅｉｌ ｖｏｍ ８. ７. ２０１４ － ６ Ｕ １９６ / １２ꎬＮＪＯＺ ２０１５ꎬ４９０.
〔６２〕Ｓｅｅ ｅ. ｇ. ꎬ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Ｒｏｃｋｉｅｓ ｖ. Ｃｏｔｔｒｅｌｌꎬ ６３２ Ｆ. ３ｄ １１２７ꎬ １１３１ (９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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